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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烧骨常见于各类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作为用火残留物的一类，烧骨对研究人类用火行为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国内针对烧骨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尚不够深入。本文通过介绍目前烧骨研究领域中若

干种主流的分析手段及其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以求能进一步完善国内关于旧石器时代人工用火的研究框

架，同时希望能对中国古人类用火能力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烧骨；用火残留物；人类行为；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

Technological analysis of burned bones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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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rned bones are commonly found in Paleolithic sites. As one particular category of 
fire-use residues, burned bones are significant to a du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pertoire of hominin 
behaviors.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objects still remains largely unexplored in Chinese 
Paleolithic sites.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review of analytical techniques in observ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the main features, including colors, fracture patterns, black carbon content, bone 
histology changes and the crystallinity of hydroxyapatite, of the burned skeletal remains from a 
variety of contexts. We also mention three types of fire-use behavior that may be related to bur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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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s researchs. In this way, we seek to provide a referential framework for future analysis of the 
burned bone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China.

Keywords: Burned bone; Fire-use residue; Human Behavior; Paleolithic; Zooarchaeology

1 引言

旧石器考古遗址出土的烧骨材料作为燃烧残留物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对人类用火行

为如肉食资源的加工处理、燃料利用以及火葬仪式的出现等问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

本文着重介绍目前较为主流的针对烧骨材料的研究与分析方法，并探讨其在中国旧石器考

古研究中的应用潜力与价值。

中文的“烧骨”一词属于涵盖性术语。在国内，凡是经过热源烧灼的骨骼，都被习

惯性地称为“烧骨”；在国外，对这类经过烧灼的骨骼遗存根据其性状（本质上是燃烧程

度）的不同从名称上作了细分 [2]。“焦骨”（charred bone），指骨骼已经暴露在热源中

或者直接接触了热源，并且由于灼烧，骨骼物质和软组织逐渐碳化而骨骼整体开始变黑；

“煅烧骨或焙烧骨”（calcined or incinerated），指骨骼受热影响以至于所有的有机质跟

水分均已流失，骨骼出现翘曲变形、破裂、颜色变白等现象，只是剩下一些融合在一起

的骨盐仍然维持着骨骼的原本形态。在火葬等仪式行为的研究中，“骨灰”（cremains or 
bone ashes）这一词也常用于经过烧灼的动物骨骼。在介绍描述烧骨材料时，我们可能还

需根据材料的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分类与命名，而非一概而论。为描述方便，本文依然采

用“烧骨”一词来指代经过烧灼的骨骼，特殊情况则再另作说明。

相关实验研究显示，骨骼在焚烧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包括变色、失重、破裂、

强度改变、重结晶、孔隙度以及尺寸变化（主要是收缩）等 [3]，其本质是组成骨骼的有机

物与无机物在受热燃烧的条件下发生了各种反应 [4]。Bonucci 和 Granziani 描述了骨骼在焚

烧时所经历的变化 [5]。Correia 根据这些变化以及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温度，划分出了骨骼

在焚烧过程中经历的脱水（dehydration）、分解（decomposition）、转化（inversion）和

融合（fusion）四个阶段 [6]。Thompson 则对其结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延伸与修正 [3]， 他
认为，脱水阶段的主要表现是骨骼出现破裂、重量流失，这一现象大致发生在 100-600℃
之间；在分解阶段，骨骼颜色开始改变，机械强度减弱，孔隙度也开始改变，此阶段发生

在 300-800℃；转化阶段骨骼则主要表现为内部晶体（主要为羟基磷灰石）尺寸增大，此

变化出现在 500-1100℃；在融合阶段，骨骼收缩，机械强度又重新增加，孔隙度继续发

生变化，晶体尺寸也继续增大，此阶段出现于 700℃以上 [3, 5-9]。每个阶段的烧骨都发生着

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包括可视的与不可视的，而烧骨研究的目的则是去弄清楚发生这

些变化的原因，尽可能地还原其从焚烧前到埋藏后的整个过程，并研究骨骼的焚烧程度，

以更好地开展古人类用火行为的研究。以下根据这些变化来展开介绍相关分析手段并作考

古学研究方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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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烧骨性质的判断与识别 

在考古遗址中，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由于埋藏学因素（如铁锰污染、微生物作用等）

的影响或干扰，某些可能并未经历火烧事件的动物骨骼在颜色、形态等方面也会呈现与烧

骨较为类似的一些特点 [10-12]。因此，对于烧骨材料的研究与分析首先就要致力于其客观性

质的判断与识别。在这一方面，目前学术界的工作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2.1 骨骼颜色变化的分析

骨骼在焚烧过程中，随着焚烧程度的加强，骨骼中的有机物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在外观上的表现则是骨骼表面会产生一系列的颜色变化。

最早在 1954 年的时候，Baby 就针对性地描述过骨骼在受热条件下表面颜色与表面形

态相关的三个阶段 [13,14]。Bonucci 和 Graziani 同样认为可以根据烧骨的颜色去推断其焚烧

的温度 [5]。Shipman 认为骨骼在烧灼中会发生不同的颜色变化是因为其中的化学组成在燃

烧中发生了变化，并在烧骨实验中利用了 Munsell 测色系统来对烧骨的颜色进行了定量化

的描述，她将实验中的烧骨样品依据不同颜色出现的温度划分了 5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285℃，骨骼样品大体颜色为原来的黄白色；第二阶段为 285-525℃，骨骼开始出现红

棕色、深灰褐色、深灰色以及黄褐色；第三阶段为 525-645℃，骨骼样品由于碳化通体逐

渐变黑，夹杂着蓝色和黄褐色；第四阶段为 645-940℃，骨骼样品变得通体发白，带有轻

微的蓝灰色以及轻微的灰色；第五阶段为 940℃以上，骨骼样品通体发白，夹杂着些许灰

色以及黄褐色 [9]。Nicholson 在其重复的烧骨实验中没能全部还原 Shipman 的实验结果，

虽然颜色的变化序列大致相同，但烧骨的变化不能准确对应到后者所划分的温度范围中，

通过实验结果，Nicholson 还提出烧骨的颜色变化应该与骨骼中的有机物含量有关 [15]。

Devlin 和 Herrmann 认为烧骨呈现黑色跟骨骼中的有机物焚烧碳化有关 [14]。McKinley 则

指出，烧骨颜色的不同除了与烧骨不同的焚烧温度有关，往往还跟供氧环境以及焚烧时间

有关 —— 骨骼在烧灼中呈现蓝色以及灰白色就是由于燃烧时氧气不足导致的 [16]。无一例

外的是，大多数学者都赞同骨骼在氧气充足持续的燃烧条件下，颜色会大致经历由未烧骨

骼的自然颜色（多为黄白色），逐渐变化为深棕色，然后变成黑色，直到最后通体发白的

这样一系列颜色上的变化 [9,17,18]。

针对烧骨颜色的分析，可以判断骨骼的焚烧程度以及部分焚烧时的状况和埋藏环境，

但研究者们也都承认，单一地通过颜色判断骨骼的焚烧程度是不可靠的。骨骼在埋藏过程

中会由于矿物元素（锰、铁等）的污染而在表面形成类似焚烧后的颜色 [10]，因此，在分

析考古遗址出土的烧骨材料时，必须结合其它手段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和确认 [7,9,19-21]。 

2.2 骨骼表面破裂形态的观察

骨骼在焚烧过程中，由于受热会形成宏观或微观上的破裂现象。

对于骨骼在受热情况下的破裂状况研究，已有考古学家和法医学工作者做了一系列

的观察和描述 [6, 22]，根据 Rockhold 的研究，骨骼焚烧时表面所产生的破裂根据出现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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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延伸的方向可分为（以长骨为例）沿骨骼长轴（longitudinal）破裂、弯曲横向（curved 
transverse）破裂、笔直横向（straight transverse）破裂、皲裂（patina）和分层（delamination）
5 个类型 [23]。Herrmann 和 Bennett 在此基础上对各类型的破裂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描述，他

们认为骨骼中的胶原质给骨骼提供了良好的弹性，骨盐 - 羟基磷灰石则给骨骼提供了良好

的硬度；当骨骼在焚烧的时候，有机质会被氧化分解，骨骼弹性发生剧变引起骨骼整体的

收缩、扭曲（翘曲）和变形 [22]。Stiner 认为焚烧引起的骨骼内羟基磷灰石结晶度的变化则

对骨骼整体的脆性产生了影响 [24]，骨骼经焚烧受热导致弹性和脆性的改变，是宏观上出

现一系列破裂的原因。Herrmann 等人还开展了针对骨骼破损状况在焚烧后的识别度研究，

认为焚烧前锐器在骨骼上形成的创伤（trauma）能够在焚烧后识别出来 [22]。但他们的实验

没有考虑到埋藏学的影响。另外，过去被认为是焚烧带肉骨骼特有的指甲型破裂（thumbnail 
fracture），在后来的实验研究上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 [25]。

在微观尺度下也有学者观察到了焚烧后骨骼组织产生裂纹和收缩的状况 [20, 26, 27]，一些

学者认为此现象可以作为骨骼焚烧的指示证据，但 Hanson 认为纵横交错的裂纹并不能作

为判断烧骨的充分条件，后期埋藏对骨骼表面裂纹的形态也会起作用，不能以交错的裂纹

作为判断骨骼经过高强度焚烧的唯一标准 [18]。Stiner 也认为，烧骨更容易产生破裂，但破

裂却不单是受热所导致的，压力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如踩踏可能是导致骨骼变得破碎的

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那些长期重复使用的考古遗址当中，情况可能更为普遍 [24]。

2.3 黑碳类物质的测定

在有古人类用火迹象的遗址中，灰烬是常见的用火残留物，它是古人类在用火过程中，

焚烧各类动植物形成的集合体的统称。在针对具有争议性的早期用火遗址的研究当中，过

往常采取检测燃烧残留物中黑碳（black carbon）的化学分析手段来作为判断遗址中是否

发生过燃烧事件的依据，分析对象常为遗址中的疑似经过燃烧的残留物。对于什么是黑碳，

学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黑碳是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不完全燃烧产

生的含碳物质的连续统一体，描述用语包括木炭（charcoal）、焦炭（char）、烟炱（soot）、

石墨碳（graphitic carbon）、元素碳（elemental carbon）、聚合碳（polymeric carbon）、

丝炭（fusain）、黑碳（black carbon）等 [28-30]。通常骨骼中的有机质 —— 胶原质（collagen）
在燃烧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此种黑碳类物质，在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骨骼会呈现黑色的外

观，这种状态就是我们俗称的碳化（carbonization）。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检测遗址

中出土的带色骨骼是否包含有游离炭来确认其是否为烧骨，也可以通过检测灰烬或沉积物

中的元素碳含量来判断是否发生过燃烧事件 [29]。围绕着周口店第一地点人类用火的可能

性，许多学者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31-34]，为了证明周口店第一地点曾经存在过人工用火

事件，步达生等人对出土的黑色物质做过游离碳的鉴定，实验结果虽然证明了游离碳的存

在，但却仍无法确认燃烧事件是否具有人工性质 [35]。沈承德等人用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开

展了针对沉积物和灰烬中元素碳的提取和含量的测定，根据实验数据，他认为第 10 层曾

经有过原地燃烧事件 , 但仍暂时无法通过这个方法区分燃烧事件是否具有人工性质 [29]。除

了周口店第一地点，国内的一些疑为早期用火遗址也针对出土的黑色物质进行了碳含量的

检测与分析 [36-38]，但具体是否为人工用火，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而在国外类似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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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早期用火遗址中，针对 Swartkrans 遗址出土的黑色骨骼是否为烧骨，学界内也做过一系

列的讨论和黑碳类物质的提取分析 [21,39]，而除了游离碳的检测外，Brain 等人针对该遗址的

燃烧残留物还进行了 CHN 元素的定量比值分析 [11,40]，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的黑色骨骼中碳氮

元素的含量比值测定以及与其它用火现象明确的遗址中出土的烧骨做对比，发现 Swartkrans
中的黑色骨骼碳氮元素比值具有明显的燃烧所形成的特征，因而确认该黑色骨骼为烧骨。

总而言之，对烧骨材料中黑碳类物质的检测（游离炭、元素碳以及 CHN 比值）可以

确定其是否经过燃烧，这一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排除骨骼因矿物污染而变色的情况，

结合发掘环境中的其它要素如烧土等，还能够一定程度上判断是否属于原地燃烧事件，尤

其是在研究早期疑似有用火现象的遗址时，该方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但是，该方法本

身还暂时不能很好地区分原地的自燃火和人为用火，从而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29]。

2.4 羟基磷灰石结晶度的测定

骨骼中的无机物 —— 即骨盐，占干重量骨的 65%~75%，其中 95% 是固体的钙和磷，

这种无定形的钙 - 磷固体是一种结晶度很差的羟基磷灰石（hydroxyapatite），分子式为

Ca10(PO4)6·5H2O[41]。结晶度是指聚合物中晶体所占区域的比例，结晶度指数（Crystallinity 
Index）也称为劈裂因子（Splitting Factors）[42]，是用来测量骨骼内晶体结构和组成的有序性

的参数，在新鲜骨骼中结晶度很低，一般在 2.50-3.25 之间；在成岩作用或者加热的条件下

结晶度会增加，意味着骨骼内晶体的有序性也在上升 [9,42]。有多种方法可以测试骨骼中的结

晶度，而在烧骨研究中，常用的是X射线衍射分析（XRD）和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FTIR）。

XRD测定结晶度的基本原理是当单色波的X射线接触到晶体样品时会产生构造的干涉；

如果条件满足布拉格定律（nλ=2dsinθ），则衍射的 X 射线能够被检测、处理并且计数下来。

XRD 技术的一个缺点是不能准确地诊断出较低燃烧温度的结晶度具体变化。因而一些学者

提议可以用 FTIR 来研究燃烧温度较低的情况 [43]。FTIR 检测结晶度的原理是，由于物质中

分子间的联系并不稳定，一直在进行运动例如振动、旋转和扭曲。当样品被红外线照射时，

这些一系列的运动能够被特定波长的宫能团所吸收。FTIR 测结晶度指数有两种常用方法，

一种是 FTIR-KBr，使用溴化钾来作为放置于分光仪试样室的待吸光测试的样品的辅助媒介；

另一种方法是 FTIR-ATR（attenuated total reflectance），后者不需要太多的样品前处理工作，

效率较高，但通过 XRD 检测出的结晶度指数不能直接和 FTIR 的结果做对比 [43,44]。

Shipman 等人在烧骨实验中最早利用了 XRD 技术对不同焚烧温度下的骨骼中的结晶

度进行了测试。她观察到了受热状况下骨骼在 X 射线衍射下图像的变化，在 645℃时，

图像中代表羟基磷灰石的波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意味着骨骼中结晶度的迅速增大 [9]；往

后多数研究者使用 FTIR 或 XRD 进行骨骼焚烧实验对羟基磷灰石进行观察时，也都得出

大致同样的结论 [24,43,45-48]。FTIR 能够检测出低温受热状况下的骨骼的结晶度指数，所以有

学者提议可以利用此方法去对古人类的处理食物的方式进行研究 [49]。但也有学者指出，

FTIR 技术在检测烧骨中羟基磷灰石结晶度的变化适用的范围仍然有争议，骨骼在干燥的

环境下埋藏，由于风化与成岩作用的影响会在骨骼内部产生一定的重结晶作用，形成类似

于低温燃烧事件所达到的结晶度，结晶度增大的速率则跟风化条件有关 [24, 42]。不过有学

者经过研究认为，骨骼在埋藏后的成岩作用进程，跟其埋藏时的状态也有关，比起达到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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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程度的骨骼（calcined bone），普通骨骼和经过焚烧而碳化的骨骼（charred bone）会在

埋藏过程中受成岩作用的影响更明显，也就是说骨骼在埋藏前经历的焚烧程度越高，埋藏

后受成岩作用的影响就越小 [47]。Thompson 等人通过实验则认为，运用 FTIR-ATR 技术能

够将未经烧过的骨骼从烧骨中区分出来 [43]。还有学者表示，如果在实验数据和分析手段

足够精确的条件下，成岩作用在骨骼矿物中其实只会产生有限的影响 [50]。

2.5 烧骨的组织学观察

骨骼在埋藏过程当中，有时会产生类似经过烧灼的痕迹，如被土壤中的金属氧化物污

染（通常是氧化锰和氧化铁）[10, 24, 39] 或者微生物的作用 [12, 26] 而导致骨骼表面以及内部变

色，又或是在埋藏过程中经历了踩踏事件和成岩作用的影响而导致骨骼表面产生类似焚烧

后的破裂状况，这些现象在判断遗址中出土的骨骼是否经过烧灼事件时都会产生一定的干

扰 [10, 24, 40, 51]，因而一些学者开始期待在对烧骨的骨组织学观察上有所突破 [18, 20]。

出于案件调查的需要，法医学工作者是较早关注到烧骨组织学研究的领域的。Forbes
开展了关于骨骼组织在焚烧后的变化观察，讨论了密质骨和松质骨在焚烧后组织学观察上

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的出现进行了简单的阶段划分与描述 [27]。Herrmann 则对 “彻底火

化的骨骼”(completely creamated bone) 和新鲜骨骼做了镜下观察对比，提出应该着重关注

骨骼焚烧后产生的骨单元收缩现象 [20]。Brain 为了验证 Swartkrans 遗址出土的黑色骨骼是

焚烧事件的产物，尝试性地做了骨骼焚烧实验，他在 200-800℃的温度范围中，每隔 100℃
分别放置骨骼样品进行焚烧，随后对焚烧的骨骼样品进行镜下的组织学观察并详细地描述

了不同温度下样品的组织学上的变化，通过与遗址出土的带色骨骼的切片进行对比，认为

其与焚烧实验的样品有着对应的相似性，故认为 Swartkrans 出土的带色骨骼是焚烧后的结

果 [26]。Hanson 则在 Brain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烧骨组织学的对比实验；他将实验骨骼

分了四组，进行焚烧的分为带肉、带油脂和脱油脂三组，此外留了一组不加热的作为对照

组；在实验过程中，Hanson 详细地记录了实验骨骼加入和拿出时火堆的温度，还记录了

骨骼加入火堆中的时间和骨骼的焚烧延续时间，此外还有火堆的燃料种类和骨骼在火堆中

所放的位置；根据实验烧骨的观察状况，他将焚烧程度划分了 6 个等级，并依此对 Sibudu
遗址和 Cave of Hearths 遗址的出土烧骨进行了组织学对比观察，确认了这两个遗址存在着

不同焚烧程度的烧骨，并且在 Sibudu 遗址中还确认到了高焚烧程度的骨骼 [18]。Squires 等
人则应用组织形态测定（histomorphometry）来对早期安哥拉 - 撒克逊人的火葬技术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研究，通过对骨膜等部位的观察推测了火葬温度、大致焚烧的持续时间和焚烧

环境 [52]。国内也有法医学工作者做过烧骨组织学的实验观察，徐国昌等人利用光学显微镜

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对 200℃、400℃、600℃、800℃以及 1000℃的烧骨进行了组织形

态学观察，认为通过组织学观察烧骨组织变化可以作为烧骨判定的基础资料 [17]。

在对焚烧样品骨骼的切片观察中，研究者们都观察到骨骼组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产

生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骨板结构的分解、骨单元（哈佛氏系统）的变形收缩

以及骨细胞等物质碳化后对哈佛氏管、沃克曼氏管和骨陷窝等区域的填充，在焚烧的最终

阶段，骨骼中骨组织结构全部不可辨认 [18, 20, 26, 27]。此外，羟基磷灰石结晶也会在焚烧的过

程中增大并逐渐填充整个骨骼内部的现象也有被研究者观察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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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烧骨组织学研究能够给传统的烧骨研究提供另外一种观察的角度。通过烧骨组织

学的观察，可以有效地确认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是否经过焚烧事件和经历的焚烧程度；再者，

可以排除一些在后期沉积埋藏过程中由于物理和生物原因所形成的对焚烧特征辨别的干扰；

除此以外，组织学的研究还能应用和推广到其它具有保存情况类似的材料的遗址当中 [18]。但

不少研究者也认为，在对烧骨材料进行分析的时候，不能单纯依靠骨组织学观察一种方法，

必须结合其它手段来共同研究 [18, 20, 52]，而且在做骨骼焚烧实验时，要充分考虑骨骼的初始状态，

骨骼带肉与否以及去油脂与否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骨骼的最终焚烧状况 [18]。

3 烧骨与古人类用火行为的研究

随着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开始应用到烧骨材料的分析工作上，虽然通

过一系列的观察以及物理和化学分析方法能从其中提取出不少的关于信息，但是对于考古学

领域的研究来说，还必须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去解答一些考古学问题，许多学者也意识

到了这一状况，提出应将实验室得到的数据运用到有关人类行为的具体问题研究上 [4, 18, 53-56]。 
通过各种实验室检测分析手段的应用，我们能够基本判知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是否

经过了焚烧以及大致的焚烧程度（温度和持续时间），也能够估测骨骼在焚烧前的大致状

况（带肉、不带肉、去油脂），还能够了解骨骼在埋藏过程中的一些内部的变化（结晶度、

组织学）。在确定人工用火性质明确的前提下，遗址当中出现的烧骨材料，除了反映骨骼

垃圾的废弃行为外，通常还意味着古人类的数种用火行为：①对肉类资源进行热加工的行

为；②使用骨骼做燃料的行为；③早期火葬或具有其它目的的仪式性行为。

3.1 肉类资源热加工

目前最早关于人类对肉食资源获取行为的确切证据出现在距今约 260 万年的 Gona 遗

址中 [57]，而真正的习惯性食肉行为则可能出现在 200 万年前 [58]。Hlubik 认为，推动古人

类从偶尔性食肉向习惯性食肉转变的关键就是学会用火获取熟食。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

认为必须在早更新世的考古工作中寻找直立人或者能人会使用火的确切证据 [59]。而在探

讨古人类对肉类资源的热加工问题上，Henry 认为难点在于如何判断那些受热破裂的碎骨

是古人出于加工食物的行为所致还是只是随意地丢弃到火堆中所致 [60]，Costamagno 提出

可以通过烧骨中松质骨的出现频率、骨骼破碎强度以及焚烧强度来对烧骨堆的性质进行解

释 [61]。Cain 通过对 Sibudu 遗址的烧骨进行焚烧程度和烧骨破裂形式的统计观察，认为遗

址中可能存在着人类消费了肉之后再将骨骼丢进火堆的行为 [56]。张双权等人在研究马鞍

山遗址的动物骨骼时，则认为可以通过记录骨骼表面的火烧痕迹与切割痕迹的分布情况，

并结合骨骼部位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古人类对肉食资源的热加工行为 [62]。

3.2 骨骼燃料的使用

有学者认为出现在火塘遗迹中的部分烧骨还有可能是作为燃料使用的结果，Aldeias
做了相关燃料实验案例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实验中通常将骨骼和木料作为混合燃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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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别是在生火后燃烧初始的阶段，这是因为点燃骨骼的温度大概在 380℃，所以骨

骼需配合其它类型的燃料混合使用 [63]。由于新鲜骨骼中含有大量的油脂，因而具有很好

的助燃作用。实验显示，混合了骨骼的燃料与单纯用木材作为燃料对比，在具体的燃烧过

程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效果，使用新鲜的松质骨作为燃料能明显地增加燃烧时间 [64]。

Costamagno 认为在讨论动物骨骼被用作燃料的可能性时，必须考虑以下三点：烧骨

占总的焚烧物的比例（通常占 76%）、烧骨的破碎程度（通常长度小于 2 cm 的烧骨占总

烧骨数的 56%）以及烧骨中松质骨的比例 [61]。但由于燃烧和埋藏的影响，在实际研究工

作中，能够将用于燃料功能的骨骼区分开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它们与其它非燃料用

途的烧骨差别甚微，而且由于埋藏风化或者人为踩踏等原因也会对烧骨本身造成相当程度

的损坏 [56, 63]，所以在对骨骼的燃料功能进行讨论时，需作更慎重的分析。

3.3 火葬行为研究

在火葬行为的研究上，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火葬行为出现在澳大利亚的 Lake 
Mungo[65, 66]。Bowler 等人在研究该遗址的火葬行为时，就针对了遗址出土烧骨中的 CN 同位

素比值在受热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做过相应的分析。虽然不是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案例，但在

历史时期的火葬研究中，针对烧骨的分析工作也起了较大的作用，而且对旧石器时代的火

葬和仪式性行为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就盎格鲁 - 撒克逊（Anglo-Saxon）
早期火葬行为做过一些详细的研究，McKinley[16] 开展了综合的骨骼焚烧实验来对火葬的过

程和结果进行了模拟重现；Squires则通过利用烧骨的组织形态测定术结合FTIR作分析对比，

推断出了火堆的温度大约在 600-900℃，而且个体之间在火化时间上可能具有差异 [16, 52]。

总之，烧骨作为燃烧残留物的一类，它能够直接反映古人类的用火行为。在对考古遗址

出土的烧骨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时，考古学家尚需结合动物考古学 [59,62]、埋藏学 [1,24,49,67, 68]、野外

焚烧实验 [69,70] 和遗址中燃烧残留物综合性的空间分析 [55,59,71,72] 等手段，综合研究、判断古人类

对肉类资源的热处理 [49,59,60,73]、火塘燃料的选择与使用 [63,74-77] 以及火葬 [16,78,79] 等相关科学问题。 

4 讨论与展望

目前针对烧骨进行分析的手段有很多，目前常用的有颜色观察、骨骼表面破裂状况观

察、黑碳类物质的检测、结晶度测试以及骨组织学观察等，可以利用到的仪器技术也是多

种多样，包括 X 射线衍射技术（XRD）、红外光谱分析（FTIR）和扫描电镜（SEM）等。

通过观察和仪器分析，可以从烧骨中获取骨骼的焚烧程度，了解骨骼在焚烧前的大致状况

以及推断烧骨的大致埋藏过程等信息；结合遗址中出土的火塘遗迹和其它燃烧残留物，利

用动物考古学分析和空间分析等手段，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古人类对肉食资源的加工

利用以及用火目的、方式等学术问题。但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虽然达成了一些共识，

但也还存在着一些未解决的问题。骨骼焚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加之焚烧后的骨骼还

会经过一系列的人为活动或者其它动物的破坏，在进入埋藏阶段后，又会遭受一系列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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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成岩作用的影响；所以要准确地还原出骨骼在焚烧前的状态和经历的焚烧过程具有较

大的挑战性，还需要更多地开展不同环境下的骨骼焚烧实验和对应的埋藏学研究，同时应

尽可能地多与发掘出土的烧骨材料做对比并结合各种分析测试手段，以获取更加全面的关

于烧骨状态的信息，为古人类行为方面的研究提供更为科学、详尽的资料。

烧骨材料在国内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各类型遗址中均有发现，但在烧骨的研究领域

目前还存在着较大的空白，针对烧骨开展相关实验室分析的多集中在碳含量的检测 [29, 35-38]，

讨论也大多集中在判断骨骼是否经过焚烧，少有学者就烧骨去联系人类行为开展深入的探讨。

张双权等在研究马鞍山的材料时，尝试根据骨骼部位焚烧程度的差异来分析古人类的用火行

为 [62]。但总体来说，对烧骨材料的研究仍存在着较多的不足，而且还停留在较为单一的研究

方向。根据此现状，未来国内在烧骨材料方面可能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强化与尝试：

1）建立一套鉴定烧骨的标准。早期的遗迹中出土的带色骨骼常常成为争论遗址中古

人类是否具有用火能力的焦点，如果能结合各种分析研究手段和模拟实验方法，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烧骨鉴定标准，对此类骨骼材料的性质也会有相对更准确的判断。

2）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烧骨分析技术流程。国内不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着丰富

而明确的用火迹象，其中不乏大量的烧骨材料，而目前对用火现象的关注点都在火塘结构、

木炭以及烧石烧土等方面，在烧骨方面则集中于种属和部位鉴定等工作，缺乏对燃烧信息

进一步的提取，如果能合理地综合应用各交叉学科的分析技术去获取更多的信息，建立一

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流程，能够有利于拓宽研究视角，对随后的研究工作会有极大的帮助。

3）获取更多的信息去研究人类行为。考古工作者们在对出现的烧骨材料进行解释时

有时会过于理想化，缺乏对一些能够反映人类复杂用火行为的讨论。如若能积累更多的国

内烧骨材料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一些早期具有争议性的用火遗址的材料

时获得更多的信息，能够对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群的用火能力以及相关的人类行为有更立体

和更清晰的了解。

总而言之，烧骨作为古人类的用火残留物，其和火塘、炭屑以及烧石等其它类型的燃

烧残留物一样，对研究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用火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研究手

段也较为成熟，国内丰富的材料也可以保证研究的物质基础，故此领域仍具有巨大的研究

潜力。如能对烧骨材料进行充分的分析，定能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人类用火行为的研究

做出独特的贡献。但也应了解到，对于焚烧骨骼的各种分析方法仍存在着较多的争议，故

在针对烧骨进行分析时需尽可能地多利用各种方法，并在做出判断时保持谨慎。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与张乐副研究员以及栗静舒博士进行过有益的交流；高星
研究员为本文的写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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